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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内容提纲：一、传统文化有别而导致中西价值观的不同；二地理环境、历史进程的差异而导致中西价值观的不同；三、西方人重智，中国人言情，往往被情左右而导致的价值观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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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许多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缘何至此，囿于自身知识、视野的局限，在本文的范围内是无法一一详尽论述的。本文仅仅侧重于就中西方价值观不同的若干成因及由此引发的一些现象作大体比较，以期得出大家较为认同的结论，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价值观”一词，粗浅地说，指人们对客观事物有无价值或价值大小的基本看法和评价标准。但这些看法和评价标准决不是人脑中本来就有的，它必然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既然如此，那么离开人类的社会实践，价值观的形成也就无从说起。而中西方由于各自的传统文化、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等的差异，加之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缺乏全面而深入的沟通与交流，使社会实践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而对客观事物形成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显然，根植于其上的价值观有别也就不言而喻了。

以下分别就中西价值观不同的原因具体论述：

1、 传统文化有别而导致中西价值观不同。

关于“文化”一词的定义，《论语• 雍也》曾有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以说：“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① 

就“文化”的浅泛意义而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西方传统文化重智，东方言情。

先说前者，西方一切学说始于哲学，无论哪一位对西方文化起奠基作用的大家的思想及论著中，都包含深沉的哲学沉思，而对哲学的定义就是爱智慧的学问。“在古希腊时期文学艺术便蓬勃发展，到了公元前五世纪伯利克里时代，臻于顶峰。随后出现了哲学高峰，其中萌生了许多精彩而丰富的思想，试图对生活和艺术中的美学问题进行哲学思考。”②柏拉图认为，文学艺术是“摹本的摹本”，“和真理隔着三层”，进而认为哲学家是第一等的。③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则更含理智的成分，他的主要著作《诗学》更多的是对文学与现实关系，艺术的社会功用的阐释，情在其中并不占显著地位。

十四至十七世纪初，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提出了“人文主义”一词，“以‘人’为本，以区别于中世纪神学之以神为本，冲破封建教会文艺的樊篱。”④比起中国源于古代并延续至今的对“神”的盲目崇拜，其理智的倾向极为明显。后来的启蒙主义者则明确表示：“启蒙，就是用知识去照亮人类，打开眼界，建立‘理性的王国’”⑤以及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均可见其“智”。            
注释：①见《论语·雍也》。②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导论“西方文艺发展历程”，第3页。③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第一章“柏拉图的文艺思想”，第36页。④见《外国文学史》第二章“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第48页。⑤见《外国文学史》第五章“18世纪文学”，第87页。。

再看西方的自然科学，毕达歌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大思想家、大哲学家的论述，丰富了西方文化的宝库：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是水、火、气？这便是西方哲学的开始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欧几里德的几何，即是重智的产物。阿基米德的科学实验是西方重智的表现，也是近代科学之发端。西方重智，故有近代科学之发达，物质世界的开发，现代社会的建立。从英国的经验主义到美国的实用主义，从路德的宗教改革到韦伯的新教资本主义伦理，到穆勒的利己主义都浸透着一种理智精神。西方哲学对人类精神的探讨，也多以理智为结论。尽管有中世纪骑士的破晓歌，尽管有罗密欧与朱利叶的哀婉故事，但是，西方精神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在西方的传统文化中，主要倾向于智，或者说理智。

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原本就有较多“情”的成分：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讲仁，“仁者爱人”、“仁者，智之端也。”孟子推行仁政，即便是与孔子、孟子立场相对的墨子，也提倡“兼爱、非攻”等，这种血缘亲情是割也割不断的，在宗法社会的基础上成为中华文化的第一块也是分量最重的基石。从殷周之德到孔子之仁，从孔子之仁到孟子之性，血缘之情极深。在这纵深的文化背景上，中国成为礼仪之邦，也自然成为人情之国。从西周之初《诗经》大胆、率真地表白爱情的火辣诗篇，到古诗十九首中的情意表白略微内敛，再到唐诗宋词的或婉转，或直露的爱情表白，何处少得了一个情字？读读《诗经·关雎》，看看柳永的浅酌低唱。常人如此，名人、英雄呢？项羽武艺超凡，英勇盖世，也只能垓下“四面楚歌”之时，无奈地吟诵“虞兮虞兮奈若何”；魏武帝豪迈，也会对月伤情，慨言“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至于桓温的“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更是令人难以忘怀。或看一看王洛宾所搜集的不朽名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读一读《西厢记》、《牡丹亭》、从《钗头凤》到《浮升六记》、《红楼梦.》相比之下，西方的爱情在整个故事中的位置则大为逊色，《罗马假日》中奥黛丽·赫本虽然逃到宫外，与格利高里·派克共同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美好时光，但最终还是回宫了；杰克和露丝的爱情故事虽然凄婉无比，但在杰克沉入海底后，她仍然坚强地活了下来。他（她）们虽然情深难舍，但终究理智战胜了情感。中国的爱情故事则不然：一方死了，另一方无论如何也要随之而去，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双双而去，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生死相随……相较而言，中国文化的确是太重“情”了。

佛教把人称做“有情众生”。中国魏晋人说“圣人无情，下等人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虽言语有失偏颇，也是在反复强调“情”，但更重要的是，两千多年的封建历程，宗法制早已濡染了中国的方方面面，连传统文化也未能幸免。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礼教绝对地位的确立，将君权、父权、夫权神化为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力，加上高压政策的施行，人们被固着在一定的名分之内，循规蹈矩是社会对个人的一般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易于养成唯上、唯书、唯亲的被动性格，不敢讲真话，或碍于情面不便讲真话，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情”的成分逐渐复杂。

盛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和传统的法律制度，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科举不仅耗费了士人毕生的精力，同时也限制了知识阶层的眼界。经学、文学及史学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学科依附于传统的政治文化”，⑥在这种情况下，“所说之话、所作之文大多与实际生活不发生关系，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中，人们逐渐失去了先秦儒家所强调的守信、坚贞的文化品质，为了生存而屈膝，为了得官而折腰”。⑦再加上传统法律以儒家伦理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其中的“人治”色彩本来就十分浓厚。多方面互相作用的结果，使得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就掺杂许多“情”的不利因素。

2、 地理环境、历史进程的差异导致价值观的不同。　　　

中国东临浩瀚的太平洋，西靠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北接蒙古高原，大海和高原的阻隔，加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影响，也决定中国思想观念中“情”的成分较重。古希腊文明源于希腊半岛，小亚细亚沿岸，“由于海域大于陆地，山区多于平原，这种外向型的经济方式”⑧使得人们养成富于幻想、不甘平庸和敢于冒险的性格，这其中情的成分就不是那么多，人们更多的是重智。

历史方面，中国的封建社会从西周初一直延续到清末，历时两千多年，宗法观念长久地深入人心，亲亲伦理政治原则的不断扩张，对血缘关系或准血缘关系的过分倚重，造成任人唯亲的官僚习气，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使得中国的传统社会几乎成了人情社会，这也导

致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情”的成分极重。比起中国，西方的封建社
注释：⑥见《中国文化概论》第四章“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第177页

⑦见《中国文化概论》第四章“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第178页。

⑧见《外国文学史》第一章“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第14页。
会历程则要短得多，从公元４７６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１７世纪

中叶，使西方较早地甩掉了“情”的束缚，向着“智”的方向挺进。

以上所述，无非是为了说明，人们的价值观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而传统文化、地理环境、具体的历史进程会影响到人们的社会实践，进而影响到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而因其侧重点不同，这就形成了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为：西方人重智，故对事物大多持理智态度，往往能作冷静地分析，遵守规则；而中国人言情，陷入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往往被情左右，看问题不是很客观。

价值观的差异必然会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中国人和西方人许多看法是截然不同的：比如对于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学生吴奇修，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回到家乡湖南省娄底地区涟原县担任一名村党支部书记一事，大多数人的看法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应该是前途无量的，不说是出任某大公司的重要职位，也应该继续攻读硕士、博士，以后当教授、学者，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大显身手，开辟一席之地，才是真正不枉所学。这种看法也许就是传统观念的影响。在西方社会，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司空见惯，人们会用一种比较理智的眼光看待，东西方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我在《视野》杂志2004年第六期看到一篇名为《国王的邻居是个“钉子户”》的文章，大意是：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有一天站在波茨坦皇宫内的高楼上远眺，发现皇宫外有一座小磨坊挡住了视线，显得极不协调。他马上派人与磨坊主人商量，想买下这座磨坊，然后把它拆掉，免得有碍观瞻。但磨坊主人十分固执，任凭你怎么说，他就是坚持一个理：磨坊是祖上遗留下来的，现在是自己的财产，不能卖，就是皇帝也不行。如此往复几次，威廉一世终于不耐烦了，派人强行拆掉了磨坊。磨坊主人显得非常冷静，既不哭也不闹，而是一纸诉状将威廉一世告上了法院，法院果真受理了此案，判决的结果也很有意思，居然是皇帝败诉，判决皇帝将磨坊恢复原状。威廉一世虽是皇帝，接到判决也只得执行，将磨坊修复。后来磨坊主的儿子经济拮据，想把磨坊卖给威廉二世，威廉二世婉言拒绝了，并借钱给他，助其渡过难关。于是这座磨坊作为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被永久地保留了下来，直至今日。

这个故事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只要说是皇帝需要，就是一句话不说，你也应该无条件地将磨坊献出才是。而且又三番五次派人说情。可这位磨坊主就是不卖，房子被拆了之后还敢起诉皇帝，居然也赢了官司！可事实就是事实，西方国家就是这样：，属于个人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是皇帝也不行，损坏了还得照价赔偿。这也反映西方人重智的一方面。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东方结局也许就大不一样：不要说传统的宗法制度、封建观念压得你无法抬头，有冤无处申。就是皇帝派人说情，这面子也给得足够了，如此不通情理，简直不近人情！早被众人的唾沫星子给淹死了！这就可见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了：东方人重情，讲求面子、人情，所以有“王法莫大于人情”，“法不外乎人情”之说。直至今日，这种观念仍然深入人心，个人情感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事情还屡见不鲜：许多事实明摆着的案件，原告屡屡上诉，却迟迟没有回音，或是判决虽下却久久不能执行。如此历经数年，偶然的一个机遇，为某一重要人物得知，于是一张条子或一个批示，事情得以顺利解决，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简直出乎意料。或者是某些案子，由于重要人物意志的影响从而轻判甚至改判，也是常有的事。出现此类现象，原因甚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是与传统的价值观念不无关系。

这也许离我们今天的现实比较远，那么看一个大家较为熟悉的吧，以前，我们的教科书上是这样说的：“从太空中拍摄回来的照片上，能看到的人工建筑有两个，一是荷兰的围海大堤，另一个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说法深信不疑，并教育学生要引以为自豪，多年来一直没有人提反对意见。但杨利伟乘“神舟5号”上天回来，却坦言在太空中并未看到万里长城，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其实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万里长城、荷兰的围海大堤有多宽？地球上的人工建筑比它们大的又有多少？教科书上的说法就值得商榷了。可为什么多年来没人反对？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许多同学、同事，他们说没仔细想过，当然也包括我自己。这就可以看出咱们中国人不理智、遇事不冷静分析的一面，同样的问题在西方，怕是早就有人质疑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人早已发现这个问题，但为什么没说，是碍于情面还是其他，这就更发人深思了。

再说一件事，前一段时间要修建京沪磁悬浮铁路，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我看了许多报纸的评论，几乎都是什么“体现中国的科技实力”，“翻开中国铁路建设史新的一页”之类的溢美之辞。而两院院士沈志云则针对这些说法发出了严肃的警告：“磁悬浮铁路不仅需要强大的技术力量作支撑，更需要巨额的资金作后盾。1300公里京沪磁悬浮铁路的造价将高达5000多亿元。而且，如此巨额的投资，一旦付诸行动，想掉头都不容易”。遗憾的是，有几人听到了沈先生的呼声？就在沈先生说出这样的话后，我依然能从许多报纸上读到比前面那些评论更甚的话。

    还有，前一段时间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的昆明之行，坦白地说，不给钱，他们会来吗？这其实就是一次典型的商业活动。可就是有那么多人为这样的商业行为高唱赞歌，什么提升企业形象，吸引外部投资；什么有助于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等等。简直把这次活动美化成拯救中国的热心之举。从下榻宾馆的级别到菜谱，到球队的作息时间，从每顿饭的价格，到队员们的打扮，所有这些一刻不停地占据着中国媒体的版面。人们的热情也空前地高涨，这从昆明街头巷尾的纷纷议论和球迷们的狂热追捧中可以得知。就在皇马驻足昆明的同时，云南发生了特大地震，几百万人受灾。关于这场灾情，除了一些媒体寥寥数语的报道之外，我们得不到更多的情况。令人值得深思的是，当地的政府官员在抗震救灾之余，也赶到昆明为皇马队捧场。从人们的议论中，也听不到有关地震的太多言语，有的只是对皇马的精彩描述。可见咱们中国人的态度：在他们的心目中，皇马队的来访敢情意义更为重大，所以报道他们远比说中国的事情更有价值得多；而地震，几乎时时都在发生，人们的反映已经比较平淡了。这不是价值观出了问题又是什么？

无须再多说了，从以上事例就足以看出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与西方确实有着明显的差异。要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西方国家，媒体的报道就应该是很理智、客观的，纵有渲染，大概也不会那么离谱吧。

西方人重智，但他们也陷入了利己主义的尴尬境地：西方社会的凝聚力呈下降态势，许多人只要不接触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便对一切漠不关心，而是专注于自己的家庭、事业；中国人唯情，陷入了解也解不开的复杂关系之中，许多看起来是顺理成章的很容易解决的问题，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介入，使得原本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办事效率明显较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较慢，这可以说是原因之一。西方人征服自然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衡，但是现代化的曙光毕竟出现在西方；东方人惟情，但对现代科技也在奋起直追。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中西方的交流日益频繁，相互了解必将逐渐加深。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这种差别会逐渐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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